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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留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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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之前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

先生最初虽然是在入大学前就到上海旅游过一个月，作为留

学生在北京，则 年即昭和三年先生是在 岁的春天，到

年即昭和六年先生 岁的春天这三年间，留学结束后，又往

江南转了一圈，然后回国。这期间所接触到的民国初年学界的情

况，在北京的所见所闻等，如能给我们后生讲讲，将是十分有益的

事。今天获得这一机会，想先请先生谈谈留学之前的情况，即先生

是怎样与中国文学结缘的，留学之前日本学界的有关状况等等。

首先从为什么要去中国留学谈起吧。

那时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有三种讲座，持续至今仍是这样，即中

中国文学以国哲学史、中国语学 及东洋史学，这三个讲座也可叫

三个学科。这三个学科毕业的学生，原则上都必须到中国去留学。

因为这三个学科的毕业生很少，所以都去留学，首先有这种可

能性。其次，做中国的学问不可以从来未去过中国。这在最近以

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河野所长为团长的中国访问团一行在中国的座

谈会上的讲话，也有所反映，据朝日新闻社刊出的座谈会记录《中

日》中，岛国纪行 田虔次君有十分恰当的论说。他说：京都的中

国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

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为此，如果不去中国留学就不可能做好

中国 年即大正十二年入京的学问，这已成了一种规则。我是

年即大正十五年毕业。毕都大学中国文学科的， 业后去中国

是既定的计划中的事，所以说，留学在那时是普通的事情。

当时，许多人能去中国留学，还因为大学里有某某人的基金。

如上野奖学金，不是朝日新闻社的那个上野，而是京都的一个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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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上野，他在大学校方存了值当时钱的十万元，用这笔钱的利息

正好可经常供一到二人到中国 主要是北京去留学，我就是得

了此项奖学金而去中国的，在我之前有佐藤广治君，在我之后有木

村英一君、小川环树君。此外，还有得文部省奖学金去留学的，在

我之前有小岛祐马，与我同时有仓石武四郎。还有靠东亚考古学

会的基金去中国的，如出身于京都大学，最近刚去世的水野清一

君、如田村富造君。

所以说，在当时，做中国学问的人留学不是什么特殊的事。东

京大学方面的情况，我不是十分熟悉，但也有增田涉君、松枝茂夫

君等人，自费去中国留学的。

京都的学风是取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这种研究的基本

态度，在当时的日本中国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这种治学态度的中心人物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先生。两

位先生采取这样的治学态度是对江户汉学的反叛。江户时代的汉

学是把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其原因从消极方面说，是因为锁国，

没办法；从积极方面说，江户时代的汉学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

但总之，江户汉学并不真正懂得中国。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必

须是一种新的学问。这两位先生都是生于明治前后，成长于明治

中叶，那时的日本学术界，在广泛的意义上，有一种历史学的倾向，

即对已认识的事物进行再认识，两位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学风中成

长起来的。任何现象都必须追寻它存在的根本原因，虽然并不好

说他们自己意识到多少，但先生们学问的根基即基于此，是没问题

的。

另一方面的原因，在现在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即京都大学一开

始，就是本着与东京大学不同的学风而开办的。特别是文学部。

最初设置京都大学的理由之一，就是当时日本只有一所大学，易流

于独断专行，必须营造一个它的竞争者，这是政府方面的意思。当

时政府方面有以西园寺公望为中心的主张者，而民间方面强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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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先生

张的无疑是内藤湖南先生。如果看了筑摩书房的《内藤湖南全

集》，就能知道，当时先生在大阪朝日新闻社工作，主张必须在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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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所大学以与东京大学抗衡。此外，在内藤湖南先生，正如刚

才所说，他是想纠正江户时代汉学的不正学风的，而这在东京大学

的汉学科中并没有充分的体现，所以，先生在来京都大学前十分强

调这一点。

所以，京都大学文学部，在任何方面似乎都是本着与东京大学

不同的方向来进行学问研究的。另一表现是，如西洋文学，东京大

学当时是聘用外国人教师的，开始时全部是外国人教师，后来渐渐

增加日本人教师。但是在京都大学开办的明治三十年代，东京大

学还留存着外国人教师，而京都大学外国文学就一个外国人也没

聘用，全部由日本人自己担任，如藤代祯辅、上田敏等。如西田几

多郎的哲学，也是在反对东京大学井上哲次郎的基础上形成的具

有活力的一个哲学流派。在中国学方面，这种倾向十分强烈，像我

们这班人，就是在不要输给东京大学的意气中成长起来的。

在尊重西欧的风潮中

但那时，有盐谷温到湖南长沙，并与叶德辉接触之事。这是东

京大学的新倾向，是否意味着东京大学有什么新的消息？

不，作为留学生到中国，也是狩野直喜先生为早，他比盐谷温

年。作为文部省留学生到中国的，最早有两人，一是要早 东京

大学的服部宇之吉，一是狩野先生。义和团是在 年吧，就是

在这一年，他们去的中国北京，一到那里，正 。这赶上北京笼城

在服部宇之吉的《北京笼城日记》一书中有详细记载，他们两人与

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研究家的古城贞吉，当时是新闻记者，都被包围

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内。这就是文部省向中国派遣的最早的

留学生。此后，才有成为大学助教授的人，可以由文部省派遣去中

①笼 ：指因被敌人包围，困陷于城中的情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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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

在满铁有有薪休假让你去留学的制度，伊藤武雄要求去中国

留学，被反问说为什么要去中国，去欧洲不很好吗？经再三要求，

他才去了中国，并见到了刘少奇等当时的那些年轻人。这是我们

从伊藤武雄那里听到的。京都大学把去中国留学制度化，这在当

时的日本是非常罕见的吧。

从日本全体来看，多少是有点特殊性。原来搞中国学研究的

人，也并非一定要去中国留学，早期的中国学者，如最近去世的宇

岁左右，当时是东京大学的助教授野哲人，比我大 ，受文部省之

命去中国和德国留学。京都方面，在我的前辈中，有京都大学助教

授小岛祐马去法国和中国留学，那是在我留学之前不久。还有羽

田亨君也是在我留学之前不久，去英国和法国留学。为什么要去

英国和法国呢？是因为那里有敦煌文书。那是 年，在甘肃在

省的敦煌古洞窟中，发现了中国语以及其它西域语言书写的古文

献。这些东西的发现者是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他们把这

些文献带回了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民图书馆。为了能看到这些

资料，许多人到欧洲去。如矢吹庆辉就是其中之一。如羽田亨、小

岛祐马在我之前去欧洲，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调查敦煌文献资料，只

有小岛祐马，认为光做敦煌文献没意思，他还收集了魁奈重农主义

学派的文献，另外，小岛还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人，也收

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献吧。

另有仓石武四郎，当时是京都大学的助教授，由文部省派遣去

中国留学，正好与我同一时期，我与他曾一起寄住在中国的某家大

宅中。出发前，他去文部省，文部省的工作人员问：为什么不去欧

洲？还有令仓石武四郎愤慨的是：文部省发给的去中国的留学费

用要比去欧洲的留学费用少。这事就像是一个象征：在我的学生

时代，即大正时代，是日本人对中国最不怀敬意的时期。我本人的

决定研究中国学问，多少也是对这种时代风潮的反叛，这我曾在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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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地方写过。

京都学界与清末古典学者的接触

所谓像中国人那样去思考问题，是指怎样的中国人？学者？

民众？

是学者。

我大学毕业是在大正末期，去北京是在昭和初期， 年前

后。在那时，如现在所说的现代文学研究那样的东西，在日本是几

乎没有的。比竹内好创办《中国文学》杂志也要早。首先，选取研

究对象，是鲁迅、俞平伯、胡适，还有谁呢？陈独秀。总之，是《新青

年》的人，全部是这些人。最早注意这些人的是青木正儿。青木在

《中国学》杂志上介绍中 年，那是我入三高①国的文学革命是

的那年，我记得很清楚。

因此，现代文学在那时是刚刚开始，一般所谓的学问，就是古

典的学问。因此，以上说的是像中国的古典学者那样思考。始创

与清末的古典学者一样思考学问的学风的，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

两先生。他们两人与中国清末学者有十分亲密的联系，是很好的

朋友，如同事一样地一起研究学问。与他们最要好的朋友，在古典

学者中也是属保守派的，如罗振玉、王国维、董康，还有内藤湖南在

《燕山楚水》中记载的人们，与他们的交往开始于明治三十年代。

狩野直喜是在留学时期，内藤湖南是在作为新闻记者访问中国时。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董康亡命来到日本。选择京都

作为亡命地，也是因为了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的友情，来日本后，两

位先生也给予他们非常好的照顾。现在活着的人当中，很了解这

些事的人是梅原末治氏。此外，还有神田喜一郎，当时虽还是孩

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高中①三高：设在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的简称。 。
三高在当时很有名，毕业生大多入京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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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与王国维于日本京都

子，但是个早慧的人，他的祖父是汉诗人神田香岩，与罗振玉有交

往，这在筑摩书房出版的《敦煌学五十年》中，有所记载，可见他对

当时的事也是有所知道的。罗振玉此人，在日本，把中国古籍作照

相珂罗版出版，包括敦煌发现的文献。珂罗版的技术在当时的中

国还很有限。负责照相的是当时的小林忠治郎，现在也已去世了，

他的名字在董康的《刘梦得文集》的跋文中有记载。此外，还有一

个叫原田梧郎的古董商，现在还活着，在大阪，他也是知道当时事

的人。

罗振玉住的房子 现在我还知道。当然，当时我还是神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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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里的学生，并不能直接知道，也是听谁说的，这是罗振玉的家。

我曾经带小南一郎去过那房子前，还照过像。在净土寺马场町高

田三郎君家的附近。王国维住的房子在百万遍 。由于电车道路

的扩建，遗址已没有了。剑桥大学的霍克斯先生来京都时，曾经

问，王国维当年的住处遗址上，有没有建有什么标志？使我不禁有

些惭愧。顺便说一下，董康的住处在现在的吉田山上的吉田山庄。

与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交往

年以后那 年间非常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在 之多，这些

人在京都，主要在什么学校学习呢？或者，先生与这些人有什么交

往 ？

回答之前，我首先要确认，中国人大量来日本是在什么时候？

日俄战争前后吧。

就是呀，那正是我出生前后，我出生于日俄战争之时。留学生

取缔条约出台，大量中国人愤慨回国是哪一年？

年（。补记 年 月，陈天华在大森海岸蹈海自

杀，留学生中因所谓“留学生取缔规则”而愤慨回国的很多。）

那时，大概有几万留学生在东京吧。

据说是一万左右吧 年，明治三十九年达。（补记

万。）

关于那时的记录有《留东外史》。总之，那时的中国留学生之

事，我也是作为历史了解的，并不十分清楚。我的学生时代时，中

国留学生的数量已大大减少，主要原因是大正时代是日本人对中

国的蔑视到了绝顶，或者说是处于低谷，与此相伴，中国方面对日

本的感情也非常的不好。所谓排日运动到了顶点。因此，来日本

①净土寺马场町、百万遍：均为京都市京都大学附近，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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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留学生骤然减少了许多。但我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 即

三高时，还是有两人。一人是王大均，湖南人，另一人，姓李，两人

现在也许还都活着。我当时是旧制高校中的文科甲班，从那时起

就有要以中国研究作为志向的意识，与他们两人，特别是王君交往

颇多。他们两人也把我看作日本人中少有的对中国学生友好的人

吧。从当时日本的整体来看，对中国怀有好感的人，也是十分特殊

的。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人对中国有兴趣。（笑）他们对我也

很有好感，特别是他们是外国人，上课记笔记还记不全。所以，我

的笔记在一下课后，就被他俩借走了，而不可能留在我手中。所以

说，从三高开始，我就与留学生交上了朋友。但我的中国语的最初

的先生，不是他们两人，而是高等工艺专科学校即今天工艺纤维大

学的前身的留学生张景桓君。这是受到了青木正儿先生的关照。

我从三高时代就常去青木先生家拜访，那时，青木先生就对我说用

训读读汉文是不行的，最理想的是应该用中国音来读中国语，如果

这比较困难的话，也应该用汉音来直读汉文。这主张写在他参与

主办的《中国学》杂志上。我认为以其汉音直读，不如直接去学中

国语发音。但在当时的京都，完全没有教中国语的机构。因此，我

把想学中国语，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事与青木先生商量了。当

时，有一个叫小笹喜三的人常拜访青木先生，他那时是个西洋画画

家，现在成了书法大家了，并主持阳明文库的工作。那时，小笹君

为了学习中国语，正到高等工艺的一个留学生处去学习，于是，青

木先生就介绍我也一道去就学。这就是张景桓。所以，我从三高

时起就开始跟张景桓学习中国语。虽说是跟他学习，由于都是青

年学生，所以，同时也平等交游，成为了朋友。当时中国语的初级

教科书是《急就篇》，几乎是惟一的教科书，一本小小的，白色封面

的书。常常是让他念给我听，我学他的发音。当时学的中国语，与

现在流行的有很大的不一样，几乎全是商业用语。是为外交或贸

易服务的。我想学的适合于文学的现代中国语教科书是没有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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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办法，就只好跟着张君读《急就篇》。张君的寄宿处，或许现在

还在，也是在百万遍附近，是一个叫汤浅的巡警家的二楼，我就与

小笹君一起，常去那里读《急就篇》。张君看到《急就篇》的书，笑着

说“真奇怪”。书的一开始是“来了么？来了。”其次是“走了么？走

了。”如此学习一小时后，就一起出去吃饭。就在百万遍拐角处的

一家不甚洁净的中国料理小店中吃饭。刚才说到留学生的人数的

话题，在京都，就是京都大学和高等工艺两所学校的留学生，全部

加起来 人，有，大概不到 人吧。所以，这家中国料理小

店，几乎就是为这些人开设的。后来，它渐渐发展、壮大，就成为今

天的“桃园亭”。或者说，它是今天“桃园亭”的滥觞，早先的名字叫

东海楼，还是叫东来楼什么的。我不仅在学习中国语的那天，在平

时，也常跟张君一起来这里吃饭。留学生很多，只有我一个日本

人。他们好像在说先生们的习性什么的，或别的什么，我都听不

懂。最初的时候，只觉得他们谁都常说“浪个，浪个”，嘴角泛着唾

沫，说什么都加上“浪个，浪个”。我有一次问张君“：浪个，浪个”是

什么意思？张君说：什么“浪个”，我们没说呀？！我说，不，你们大

家都习惯地说着的“浪个，浪个”。张君这才明白，呀，是“那个”啊。

大家大笑。原来，中国语中常夹进这个并无意义的“那个、那个”。

有意思的是，我就在这样什么都听不懂的过程中，进入了中国语的

节奏和语感中。所以，首先就学会了中国语的语感。到今天，我的

中国语发音语感较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就这样，我大

约每周三次去他那里，在那样的中国语环境中薰陶。《急就篇》一

个月左右就读完了。接下来，读《红楼梦》。

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是抱有多么的轻侮之见呀，我在

三高的友人中就有人责问我：你学这东西作什么？其中只有一人

支持我，他就是同在文科甲班的中野好夫君。

张君是北京人吗？

京人。是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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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二人呢？

王君是湖南人，李君好像是东北人。

留学生之间，互相说的是标准语吗？

不，是各地的方言，我就更不懂了。只知道他们是在说中国

语（。笑 ）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来这里的留学生们与日本人之间，也

几乎没有交流吗？

好像是没有。虽然我们班上的人对留学生还是友好的，但像

我这样，可以说是特殊的学生吧。

创造社的郑伯奇之人，比吉川先生年级稍晚一些吧。

郑伯奇是法文的，文科丙班吧。

他把三高时代的留学生活写进了小说，说当时的汉文老师对

中国留学生骂道“：你是猪。”这有点让人不能相信，大概是郑伯奇

的虚构吧。是郑伯奇感受到了那种虽没有说出口，但确实存在的

一般性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也没准会出现那样的骂人的事。

那小说当然本身就是虚构的。我入学时，三高的汉文先生是

山内晋卿和福永亨吉二位，他们是决不可能骂那样的话的。但当

时日本对中国的一般态度，或许是能让留学生感受到那种挨骂的

感觉的。

被中国 “日常性”所吸引文学的

听您这么说来，在接受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先生之教前，吉

川先生已经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的爱好。

是的。正因为喜爱中国，才进了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科。至

于说到为什么喜欢起中国来，说不清楚。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一样。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中国。这是为什么，实在说不清楚。

形成研究中国文学志向的明确动机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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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学的“日常性”这一点吧。

在中学时代，我就对汉文十分喜欢，并且还自己写过什么文章，这

说起来好像是十分遥远的事了。那时的孩子比现在的孩子，反而

更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所以这么说，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

我生于明治末年，入小学时，正好是大正时代。那时候小孩子

的读物，主要是岩谷小波写的《日 《世界伽噺》本伽噺 之类的

书。这些书，一部分自己买了，一部分到图书馆去借阅。还有一种

不知是哪个书店出版的，把西洋故事写成日本语的 册的系列丛

书，我也读过。当时，一般孩子间流行的是《立川文库》。这你们都

是知道的吧。猿飞佐助呀、三好清海入道呀，是十分活跃的作家。

在小学校中十分受人欢迎。我在当时就有点非同一般，认为那些

东西有什么意思呢？就不太读它。而读为孩子们翻译的外国文学

作品。这样，念完了小学进入中学，读什么书呢？首先是从《西游

记》开始，然后是《通俗三国志》、《水浒传》，然后进入《有朋堂文

库》。这比起上述那些东西，是比较高级一些的儿童读物。桑原武

有朋堂文库》的夫君也爱读这些， 热心读者还有小川家兄弟：汤川

秀树、小川环树无疑是最热心的读者。《有朋堂文库》现在应叫什

么呢？就像平凡社的百科辞典那样，是中产阶级家中的常备读物。

有朋堂文库那时，我也在 》中读到过《南总里见八犬传》，也感到没

有什么意思。与《有朋堂文库》中的《新编水浒画传》相比，总觉得

的作品奇奇怪怪的，很不融马琴 洽的感觉。

所以，从中学开始，我就学习汉文了，十分有兴趣。不知为什

么，我的中学时代，并没有教过我们《论语》。我是在人大学后，在

还不知道《论语》是一本写什么的书的情况下，开始读《论语》的。

中学的汉文教科书是相当于《史记》选粹那样的书，十分有趣。那

原意是逐日为君主进讲。这里①伽噺：日语汉字词汇。 指每日一篇的儿童故事。
１７６７～１８４８年）②马琴：即曲亭马琴（ ，小说家，一生作有 多部小说，主要为

历史演义小说。如《南总里见八犬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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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早稻田出版了《史记国字解》，我是在中学快结束时，买到这书

而读的。就是从这时开始，与西洋文学相比，我更为中国文学的现

实性、日常性所吸引。这种感觉到现在仍然不变。此外，当时的许

多人都对中国抱有轻侮的态度，我对此感到义愤，也是原因吧。

中学时代，有中国人吗？

我是在神户念的中学，没有中国人。但有听中国话的机会。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只要到神户南京街，就能听到中国话。当然，

意思听不懂，但它的语调我是在小时候就开始听到了。那是广东

语、福建语吧。

在三高时，有哪些先生呢？

刚入校时，有上了年纪的福永亨吉先生。他不是个有趣的人，

教了什么也忘了。只记得学的是他编的课本。

在高等学校二年级到三年级之时，遇上三高的所谓“校长排斥

运动”。为了驱逐校长金子铨太郎而举行罢课，全校学生停学一

周，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这时，有很多老师都被辞职了。后来来

的是佐藤广治君，他教《荀子》，但似乎也不太有意思。但在三年级

时，来了京都大学的教授铃木虎雄先生，那年他还是讲师，来三高

教课。这是三高的汉文教学得到强化的原因吧。铃木先生几乎不

到别的学校兼课，只特别到三高教一年。教我们读《清文评注读

本》，这是文学作品，而汉文竟是可以这样仔细分析、阅读的，通过

铃木先生的课，我第一次感受到，并且也因此感受到文章背后如此

细腻的心理感情，很是吃惊。但当时的三高，聚集着一批不良少

年，这我好像在什么回忆文章中写过，有一次，为了反对老师的教

课，班上全体同学都逃到吉田山上去避风。引起了先生的不满，说

三高这样的地方再也不能来授课。为此，校长专门向先生道歉谢

罪。（笑）因此，最初接受汉文阅读法教育的是铃木虎雄先生。当

时，京大中国文学讲座的两位教授，就是狩野直喜、铃木虎雄。

跟留学生学习北京话发音和跟铃木先生学习细读清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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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在先？

几乎同时。我是在三高进入三年级稍稍前一些时候，开始去

张景桓处学习的。大正十二年三月高校毕业，所以，应该是大正十

一年春开始跟张景桓学习的，学了一年左右，第一次去了中国旅

行。

这就是大正十二年春，利用人大学前的春假，到上海、苏州、杭

州旅 多天。用四五个月学来的中国语，能够在中国土地上游了

用作实际交流，我十分地高兴。我还记得我说的第一句中国话。

年的烟，最我那时开始已渐渐有了吸烟的习惯，此后，一直吸了

近被医生告诫要禁烟。在上海，一上岸从码头往上走，在露天的小

支一罐店中，看到一种牌子的洋烟，现在也还仍有卖的，是那种

装的铁壳子。在当时的日本，卖得很贵。我看到那店里的这烟，就

问“：多少钱？”对方回答了我。我的中国语竟能交流了，十分高兴。

在上海时，我受到在那里的叔父的照顾。此后，在苏州、杭州、镇

江、南京全部是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虽然是简单的旅行，但

总之四五个月学来的中国语足够派上了用场，十分高兴。

去青木先生那里请教，是因了什么缘由？

那是因为读了青木先生发表在《中国学》杂志上的论文。那篇

文章与在此之前流行的汉学十分地不一样。我是大正九年九月入

三高的，在此之前的高等学校的开学是在每年九月，我是九月开学

学制的最后一批学生。正是在这一年的这一月，《中国学》创刊了，

并登载了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一文。我不知怎

么就买了那杂志，也许是偶然的。

是个人买的吗？

是个人买的。这是一份月刊，是由青木正儿、小岛祐马、本田

成之三人为主创办的，这三人几乎在每一期上都发文章。小岛和

本田的文章较难，我看不懂，青木的文章我每期都看，令我佩服的

是他把文学比喻成音乐来论述的论文，叫《和声艺术和旋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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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中国文学的旋律艺术十分发达，但和声显得单调。我读了

这论文，深感佩服。于是，我给青木先生写了封信，表示想与先生

求见一面，那是刚进入三高二年级时，即大正十年初夏吧。当然，

先生接受了我的请见，我跟青木的相见，或许就成为我有志于中国

文学的更大的原因吧。

提出“用训读读汉文是不行的，”最初就是青木先生吧？

是青木先生最初在论文中提出的。但我们这般人也有这样的

想法。或者说感觉到有这必要。我读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

人的《中国游记》，这些先生们自然不会说中国语，但却让人感受到

中国语世界的语音美感，而佐藤春夫的什么小说中在出现的“顺

风”这样的汉字旁，标上日语注音，也很有魅力。这就像把美国电

影中出现的女演员的名字叫做安娜、玛丽一样，说中国语也要发音

口唇一样。所以，我在高等学校时代跟张君学习之前，就有对直接

说中国语的憧憬。

这方面，内藤先生和狩野先生怎么看呢？

狩野先生是会中国语的，应该是发实际的中国音吧。但老先

生们一般对青木先生的这一理论，不能立即就赞成。内藤先生也

是这样。还有小岛祐马君也是反对的。这种反对持续了很长时

间，到现在有些地方仍存在。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从理论上说是赞成的，但对一般学生都要求中国语直读，认为

太困难，不现实。我本人也未就此与先生们交谈过，只是自己想实

践直读。

清朝的学问和欧洲近代的思想

刚才您说到内藤先生与狩野先生对江户汉学的反叛，他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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